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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大豆是我国的重要油料作物，但存在进口依赖。摆脱进口依赖，实现大豆品种的自主自立，保护大豆品种创
新是关键。大豆新品种权的申请与授权情况是衡量大豆品种创新与保护的重要指标，分析其保护现状及影响育种创

新的成因，可为完善我国大豆新品种保护的政策法律提供参考。基于农业农村部公开发布的数据，借助数理统计方

法，分析２０００—２０２２年大豆新品种的申请授权详情、审查时长及其演变规律，剖析实施大豆振兴战略，打赢“种业翻身
仗”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结果表明，我国大豆新品种的申请授权数量、企业申请授权品种比例、审查授权效率等均

有明显提高，这与国家政策法律支撑和技术进步密不可分；但同时存在大豆品种创新能力薄弱、大豆商业化育种机制

不完备、品种权审查授权效率不高等不足。因此，应整合创新要素资源，完善品种权保护法律制度，营造有利于大豆育

种创新的环境；持续深化科研体制改革，加大产学融合，推进以企业为主体的商业化育种机制的形成；强化技术支撑，

拓展ＤＵＳ测试方式，优化品种权保护收费政策，以提高审查授权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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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豆是我国最重要的油料作物之一，也是主要
的植物蛋白来源，是粮油体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

成部分。然而自１９９６年成为大豆净进口国开始，我
国大豆对外依存度居高不下。依据国家统计局统

计年鉴分析可知，２０２０—２０２２年进口大豆分别占当
年消费总量的８１％、８５％、８３％，可见我国大豆依赖
进口的困局依然存在。大豆种业的竞争归根到底

是科学技术的竞争，并以知识产权为“武器”构建核

心竞争力。掌控大豆良种的品种权，才能拥有国际

大豆市场的话语权。因此，我国连续多年在《种植

业工作要点》中强调质量兴农、创新驱动，加快突破

种植业关键核心技术，提升大豆供给能力，并于

２０１９年实施大豆振兴计划。在农业农村部答复第
１３届全国委员会第３次会议提案的函中，也开宗明
义地强调品种创新是大豆振兴的关键，２０２０年 １２
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更是罕见地指出种源

“卡脖子”问题，并立志打一场种业翻身仗。品种选

育在农业科技创新活动中具有核心地位［１］。培育

优良大豆品种是大豆振兴的关键一环，而大豆新品

种权的申请与授权情况是衡量大豆育种创新的重

要指标［１］。因此，本研究以大豆新品种权的申请与

授权数据为基础，分析我国大豆新品种保护现状及

影响育种创新的成因。现有植物新品种保护现状

的研究多限于对全部作物或主要粮食作物，如水

稻、玉米等新品种权申请量和授权量的统计分析，

如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知识产权研究中心从２０１０
年开始每年发布的《中国农业知识产权创造指数报

告》，分析了包括品种权在内的农业知识产权的申

请授权量、申请结构、授权结构等；李菊丹根据

１９９９—２０１７年全部作物的品种权申请授权数据剖
析我国农业植物新品种保护问题及对策［２］；杨扬等

探讨我国玉米新品种保护取得的进展和不足［３］；邓

伟等根据我国水稻植物新品种权的申请授权以及

主体分布等数据，分析水稻新品种保护的现状［４］。

目前尚无针对大豆新品种保护的专门研究。因此，

本研究统计２０００—２０２２年我国大豆新品种申请授
权数据（大豆于２０００年被列入植物新品种保护名
录），据此分析大豆新品种保护存在的问题并提出

相应对策，以期为我国实施大豆振兴战略，落实历

年《种植业工作要点》提供理论支持，为完善相关政

策和正在修订的《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简称《条

例》）提供参考。本研究数据来源于以下网站或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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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一是农业农村部科技发展中心网站（ｈｔｔｐ：／／
ｗｗｗ．ｎｙｂｋｊｆｚｚｘ．ｃｎ／ｐ＿ｐｚｂｈ／ｐｚｂｈ．ａｓｐｘ）上公布的第
１～１４０期品种权公告，包括申请、授权与事务公告。
二是农业农村部科技发展中心网站（ｈｔｔｐ：／／ｗｗｗ．
ｎｙｂｋｊｆｚｚｘ．ｃｎ／ｐ＿ｐｚｂｈ／ｐｚｂｈ．ａｓｐｘ）提供的公告查询系
统，通过该系统可查询某一品种申请、撤回、驳回等

具体信息。三是农业农村部种业管理司中国种业

大数据平台（ｈｔｔｐ：／／２０２．１２７．４２．１４５／ｂｉｇｄａｔａＮｅｗ／）
提供的品种保护查询系统。

１　我国大豆新品种保护的基本情况

截至２０２２年１２月３１日，已提交申请的大豆新
品种数量为２２７３个，获得授权的大豆新品种数为
１１７３个，现阶段仍处于申请状态的大豆新品种数
目为 ９４７个，占所有申请过品种权保护品种数的
４１．６６％；处于品种权保护状态的大豆新品种数目为
１０３８个，占所有申请过品种权保护品种数的
４５６７％；处于品种权申请撤回（包括视为撤回）与
视为放弃状态的共１１２个，占比４．９３％；品种权终
止状态的品种数１３５个，占比５．９４％；被驳回申请
的品种数４１个，占比１．８０％（表１）。

表１　大豆新品种保护的当前状态

保护状态
品种数量

（个）

占比

（％）

撤回与放弃 １１２ ４．９３

驳回 ４１ １．８０

正在申请 ９４７ ４１．６６

正在保护 １０３８ ４５．６７

品种权终止 １３５ ５．９４

总计 ２２７３ １００．００

１．１　大豆新品种权申请授权量变化趋势
统计大豆新品种权的申请授权情况，可以反映

我国大豆品种的创新能力、育种者的品种权保护意

识及相关政策作用。

１．１．１　大豆新品种权申请变化情况　由图１可知，
我国大豆新品种权申请情况大致可以分为３个阶
段：一是起步阶段（２０００—２００２年），此阶段的申请
量较低，其原因是我国２０００年才开始受理大豆新品
种权的申请，经验不足。二是平稳发展期（２００３—
２０１３年），此阶段我国大豆新品种申请量相对平稳，
相比起步阶段有长足进步，这得益于２００３年实施的
《农业植物新品种权侵权案件处理规定》（中华人民

共和国农业部令第２４号）提高了植物品种权的保
护强度以及育种人获得创新回报的预期，加之２００７
年国家大幅度调低植物新品种保护的申请费、审查

费、年费，提高了育种者申请品种保护的积极性。

三是快速发展期（２０１４—２０２２年），此阶段申请量飞
速增长。这与国家出台的一系列政策有关。２０１２
年国务院颁布的《全国现代农作物种业发展规划

（２０１２—２０２０）》（国办发［２０１２］５９号，简称 ５９号
文）具体提出大豆作物的科研目标和重点（培育年

推广面积超过３３．３３万ｈｍ２的新品种３～５个，商品
化供种率达到６０％）；２０１４年原农业部启动“国家
大豆良种重大科研协作攻关”，以培育高产稳产大

豆新品种为第一目标，推进大豆新品种选育工作；

在此基础上，２０１６年进一步开展“大豆良种重大科
研联合攻关试点”，重点选育一批高产量、高蛋白、

高含油、抗性好的大豆新品种；２０１５年、２０２１年２次
修改的《种子法》大幅提高了品种权的保护力度。

此外，我国在２０１５年再次调低植物新品种保护年
费，２０１７年４月１日之后，更是直接停征申请费、审
查费、年费。２０１３—２０２２年申请量的增加与国家重
视发展大豆产业、鼓励育种创新以及连续多次减免

植物品种保护权相关费用的政策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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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２　大豆新品种授权变化情况　由图１还可知，
大豆新品种授权量起伏较大。整体而言，２０００—
２０１４年授权量一直保持在较低水平，２００９—２０１０年
以及２０１４年之后有 ２次明显增加，２０１４—２０１６年
授权量的增长幅度较大，远超前者。一方面源于大

豆新品种申请量的增多，另一方面源于我国植物新

品种测试体系的建设。在２０１４年以前原农业部植
物新品种测试中心仅下设１４个测试分中心负责植
物新品种的特异性、一致性、稳定性（简称 ＤＵＳ）测
试，每年能完成测试的品种数目有限。之后的

２０１４—２０１６年测试分中心逐年增加，截至 ２０１６年
测试分中心数量达２７个，测试能力大幅度提高。同
时，审批机构在该阶段开始探索建立 ＥＴＣ式快速审
查通道，授权速度得到提高，历史积累的测试工作

在该阶段大量完结［５］。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２０１４—２０１６年大豆品种申
请量相对较多，但２０１７年后授权量却大幅度下降。
其原因主要有３点：一是２０１４年实施的《主要农作
物品种审定办法》（简称《办法》）第１５条、第１６条
规定申请品种审定需进行ＤＵＳ测试，测试工作由农
业部植物新品种测试中心进行，这无疑会占用一部

分新品种保护的审查资源。二是 ２０１５年修订的
《种子法》第２２条规定，对部分非主要农作物实行
品种登记制度，申请登记的农作物需提交ＤＵＳ测试
报告，这对品种保护ＤＵＳ测试工作也会产生一定影
响。三是２０１７年实施的费用减免政策降低了申请
品种保护的门槛，导致申请量激增，同时《条例》第

２８条对品种权申请的初步审查又有明确的期限限
制（自受理品种权申请之日起６个月内完成），使得
本该当年完成的审查工作延后。２０１８年的授权量
出现反弹，可能与２０１６年《办法》第２６条所规定的
“ＤＵＳ测试可以委托测试、自主测试”有关，因为
ＤＵＳ测试实施主体多元化，提高了测试效率，进而
提高了授权效率。２０１９—２０２２年授权量的持续上
涨可能与２０１９年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有关，会议
提出进一步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提升知识产权审查

质量和效率。

１．２　大豆新品种权申请授权的主体
我国于２０１１年４月１０日发布《国务院关于加

快推进现代农作物种业发展的意见》（国发［２０１１］８
号，简称８号文）明确提出现代种业的育种新机制，
即国家级和省部级科研院所与高等院校重在开展

基础性公益性研究，在商业化育种、成果转化与应

用等方面建立以企业为主体的商业化育种新机制。

紧接着在２０１２年、２０１３年分别出台５９号文、《国务
院办公厅关于深化种业体制改革提高创新能力的

意见》（国办发［２０１３］１０９号，简称１０９号文）再次
强调企业商业化育种的主体地位。考察大豆新品

种申请、授权的主体可以衡量我国大豆商业化育种

进程，判断现实状况与国家政策的要求是否存在

差距。

１．２．１　大豆新品种权申请授权主体结构　根据农
业农村部植物新品种保护办公室对育种主体的类

型划分，结合８号文中的规定，大豆新品种权申请授
权主体可分为教学科研机构（高等院校和科研院

所）、企业、个人和其他（种植专业合作社、农场、种

子管理站、国外主体等）。

由图２可知，我国大豆新品种权申请主体中，教
学科研机构申请量为１６５８件，占大豆新品种权总
申请量的７２．９４％；授权量为８９７件，占大豆新品种
权总授权量的７６．４７％。企业申请量为５１６件，占
比２２．７０％；授权量为２２６件，占比１９．２７％。个人
申请量为 ８３件，占比 ３．６５％；授权量 ４６件，占比
３９２％。由图３可知，提交过大豆新品种申请的企
业共有１４０家，仅有６７家企业获得大豆新品种权授
权，企业平均申请量为３．６９件，平均授权量为３．３７
件。共有１５１家教学科研机构提出过大豆新品种权
申请，有１１３家教学科研机构获得过大豆新品种授
权，教学科研机构平均申请量为１０．９８件，平均授权
量为７．９４件。获得授权的企业占比仅为４７．８６％，
获得授权的教学科研机构占比为７４．８３％。

１．２．２　大豆新品种权申请授权主体结构的变化　
不同主体申请授权量的年度变化（图４、图５）可以
反映大豆育种商业化的趋势。由于个人与其他类

主体所占比例极低，因此主要分析教学科研机构与

企业申请、授权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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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申请量看，教学科研机构与企业的大豆新品
种申请量均呈现增长趋势，但前者的申请量一直处

于压倒性领先地位，企业表现“平平”。从时间上

看，在申请初期２０００—２００４年，企业几乎没有申请
过大豆新品种权（仅在２００４年提出过１例申请），
其原因可能是彼时中国刚刚“入世”，市场经济不够

成熟，企业缺乏足够的品种权保护意识和经验。从

２００５年开始，企业开始活跃在大豆新品种申请的
“舞台”，但申请量仍然维持在较低水平，这种局面

一直持续到２０１１年。从２０１１年开始，企业申请大

豆新品种的数量持续增长，育种创新积极性明显提

高。这显然与２０１１—２０１３年国家连续出台３个文
件强调企业商业化育种主体地位的政策有关。可

见，国家政策对引导和促进我国大豆商业化育种机

制的形成具有显著影响。

从授权量看，教学科研机构在２００２年实现我国
大豆新品种权零的突破，但随后进入一段相当长的

“沉寂期”。２００９—２０１０年教学科研机构的授权数
量突然“暴涨”，分别达到３４、３１件，从时间上看，这
仅仅是前期申请量的积累。其后经过短暂的“消

沉”进入一个新阶段（２０１３年以后），授权量明显增
加，最高峰时达到 １６５件（２０２２年）。与之相对应

的，企业获得大豆新品种授权的数量相对稀少，企

业在２０１５年以前，有 １２年的授权量为 ０件，仅在
２００９年、２０１０年、２０１４年、２０１５年分别获得２、５、２、
７件授权。从２０１６年开始，企业的大豆新品种授权
量开始进入一个发展期，年均维持在２５件左右，进
步较大，总体上与教学科研机构的距离在缩小。

　　品种权申请授权的主体结构是商业化育种机
制的重要指标之一。整体而言，教学科研机构是大

豆新品种申请和获得授权的主要力量。企业大豆

新品种的申请授权量远远不及教学科研机构，可见

我国大豆育种仍然处于以科研院所和涉农高校创

新为主，种业公司与个体为辅的状态，离８号文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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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的“到２０２０年完成以企业为主体的商业化育种
新机制建设”目标尚存差距。就申请授权主体结构

的时间变化而言，从２０１４年开始企业大豆新品种申
请、授权量均有明显增长，表明在政策的作用下，企

业大豆商业化育种主体地位正在逐步形成。

１．３　大豆新品种权的审查授权时长
１．３．１　大豆新品种权审查授权时长的整体概况　
以１年为间隔，考察大豆新品种权审查授权时长的
分布情况（图６），可见大豆新品种权审查授权时间
整体分布上以３～＜４年最突出，占比２５．９２％；其
次是１～＜２年占比２３．３６％；随后是２～＜３年占
比１７８２％；４～＜５年占比１３．９０％；０～＜１年占比
５６３％；５～＜６年占比８．９５％。审查授权时长在７
年以上的占０．９３８％。其中审查授权时长在３年及
以上的占比５３．１１％，最具代表性。

　　ＤＵＳ测试完成时间一般为２年，而一多半的大
豆新品种在３年后才获得授权，整体的审查时长平
均值为３．１４年。目前的审查授权时间会使很多授
权品种错过最佳市场价值期，增加育种风险，难以

满足育种者对品种经济效益的需求，审查效率尚需

进一步提升。且至今尚有近一半的大豆新品种仍

处于申请阶段，审查效率难以满足大豆品种快速增

长的测试需求。

需要注意的是，受限于 ＤＵＳ测试周期，申请者
通过官方测试至少需要２年才能完成审查授权，而
样本中有１７３个大豆品种的审查时长少于２年，可
以推测这些大豆品种是通过其他途径获得授权。

进一步分析审查时长在２年以下的大豆品种，其中
有３个品种在２００２年前提出申请，这是因为植物新
品种保护制度建立之初，ＤＵＳ测试尚未引起重视，
主要采取书面审查的方式进行ＤＵＳ审查，直到原农
业部正式设立植物新品种测试中心才开始采用官

方测试［６］。其余１７０个品种均在２０１４年之后提出

申请，原因在于２０１４年《办法》规定品种审定过程
中的ＤＵＳ测试由植物新品种测试中心进行，即先行
完成审定的品种，品种权申请者可以直接提交 ＤＵＳ
测试报告加快审查授权进程。此外，２０１６年《办法》
实现了ＤＵＳ测试渠道多元化，也有助于提升大豆新
品种的审查授权效率。

１．３．２　大豆新品种权审查授权时长的变化情况　
由图７可知，大豆新品种从提交申请到获得授权所
需时长呈现较大波动。整体上看，２０００—２００２年，
我国大豆新品种申请审查时长极不规律，如２０００年
提交申请的大豆新品种，审查时长维持在 ２．０～２．５
年；２０１０年２月４日提交申请的黑科５３号大豆新
品种于 ２０２０年 ９月 ３０日获得授权，审查时长达
１０５８年；２００２年１１月１２日提交申请的黑农４４大
豆新品种于２００３年９月１日就获得授权，审查时长
仅为０．８０年；２００２年１２月２日提交申请的绥无腥
豆１号大豆新品种于２００３年９月１日获得授权，审
查时长仅为０．７４年。这种不规律可能与受理申请
之初我国审查经验不足、测试体系不健全、ＤＵＳ测
试未引起重视、审查方式不统一有关。２００３—２００９
年，审查时长呈现增加趋势，其原因可能是审批机

构的审查方式向ＤＵＳ测试田间试验统一，而传统的
ＤＵＳ测试方法费时费钱，需要大面积的土地和熟练
的人员，许多性状是多基因或数量性状，其表达受

环境因素影响，需要重复观察［７］。加之ＤＵＳ测试中
心载量有限，随着申请量的增多审查时间开始增

加。从２００９年开始，审查时长开始缩短，呈下降趋
势。一方面因为审查经验的积累、技术进步、管理

规范以及植物新品种测试能力的加强，另一方面因

为２０１４年、２０１６年《办法》和２０１７年《关于做好主
要农作物品种审定特异性一致性稳定性测试工作

的通知》（农办种［２０１７］４号，简称４号文）的实施。
２０１８年、２０１９年、２０２０年的审查时长仅分别为
３３９、１７１、２．０１年；３４０个审查时长在２年以下的
大豆品种绝大多数是在 ２０１４年之后提出的申请
（仅有 ３例是在 ２０００年、２００２年提出申请），表明
《办法》与４号文件对品种权申请者的申请策略以
及提高新品种审查授权效率影响明显。

１．３．３　审查时长与申请量的关系　审查时长是反
映我国品种权申请审查效率的重要指标，审查时长

的变化是审查效率最直观的表现，申请量是影响审

查时长最直接的因素，本研究以大豆新品种审查时

长为因变量（Ｙ）、申请量为自变量（Ｘ）构建回归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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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Ｙ＝α＋βＸ。根据上述研究，２０１４年、２０１６年《办
法》以及 ２０１７年 ４号文件增加了 ＤＵＳ测试渠道，
２０１４年后新建的测试分中心陆续投入使用，这对提
高新品种申请审查效率具有一定的作用；品种授权

审查初期（２０００—２００２年），审批机关主要依据申请
文件和其他有关书面材料进行实质审查，审查时长

不规律。为排除明显干扰因素，选用２００３—２０１３年
的数据，据此探究我国品种权申请审查时长与申请

量之间的定量关系，衡量我国品种权申请审查效率

的提升情况。

根据表２建立的回归方程模型为Ｙ＾＝０．０４４Ｘ＋
２．４７８，回归系数与模型通过显著性检验，拟合优度
Ｒ２＝０．５６１。拟合优度尽管不高，但在社会科学领域
中某一结果的影响因素十分复杂。分析结果表明，

申请量是在众多影响审查时长的因素中相当重要

的因素。在国家政策不变、测试中心数量和测试能

力等变量相同的情况下，根据该方程，１个大豆品种
的审查时长在２．５年左右；当年提交申请的大豆新
品种每增加１个，审批机构审查当年提交申请的大
豆新品种的时长增加０．０４４年。由于 ＤＵＳ测试周
期至少为２年，可见在申请量较少的情况下，审批机
构的审查效率完全能满足申请测试的需求。然而，

当年提交申请的大豆品种数量达１２个时，审查时长
就会突破“３年大关”，审批机构开始捉襟见肘，审查
效率难以满足申请需求。

表２　审查时长与大豆新品种申请量回归分析

模型
非标准化系数

系数（Ｂ） 标准误差

标准系数

（试用版）
ｔ值 Ｐ值

常量 ２．４７８ ０．５７４ ４．３１４ ０．００２

申请量 ０．０４４ ０．０１３ ０．７４９ ３．３９３ ０．００８

　　通过方程，计算得到２０１４—２０２２年各年提交申
请的大豆品种审查时长的预测值分别为 ５．５１、

７５８、５．８６、９６９、１２．６８、１２．３７、１７．９６、１３．４３、１７．５２
年，实际审查时长远小于该数值。这反映出我国品

种审查效率取得了长足进步，该结果显然与我国大

力建设新品种测试支撑体系以及 ＤＵＳ测试多元化
政策有明显关联。

　　审查时长是衡量审查效率的重要指标。从审
查时长的变化趋势以及申请量和审查时长的关系

看，国家建设ＤＵＳ测试支撑体系的举措与扩充ＤＵＳ
测试途径的政策对提高审查效率发挥了重要作用。

但大豆新品种申请历史积累量庞大、审查授权时间

过长，这些现象凸显出相对有限的审查资源与日益

增长的社会需求之间的“供需矛盾”。

２　存在问题与分析

综上，我国大豆新品种的申请授权数量、企业申

请授权品种比例、审查授权效率等均有明显提高，这

与国家政策法律支撑和品种保护技术进步密不可分。

分析结果同时还表明大豆新品种保护尚存问题。

２．１　大豆品种创新不足
综上，我国大豆新品种权的申请总量仅为２２７３

件，授权总量仅１１７３件，而玉米新品种仅２０１９年
的申请量就达到２８４６件，授权量８５３件；水稻新品
种２０１９年的申请量分别为２１４５件，授权量为５２１
件，仅相当于水稻、玉米等作物１年的水平。大豆作
为事关国家粮食安全、经济发展的战略作物，如此

稀少的数量足以说明我国大豆育种研发能力薄弱，

这严重制约了我国大豆种业发展。其原因主要有

以下几点。

２．１．１　创新要素流动不顺畅　种质资源和育种人
员是影响育种创新的２个重要因素。现阶段９０％
以上的种质资源和育种人员集中在教学科研机

构［８］；加之各种制度的壁垒，阻碍了这些创新要素

流动，进而影响大豆育种创新。主要表现为：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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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质资源流动不顺畅。农业种质资源是种业原始

创新的物质基础。尽管我国已建成种质资源共享

平台，如国家农作物种质资源保存中心至今已保存

包括大豆在内的３万余份粮食作物种质资源。但大
豆种质资源的共享机制尚有不足［９］。加之缺乏国

家层面的惠益分享机制，阻碍了种质资源的共享和

互通，育种企业获得种质资源的渠道十分有限。若

种质资源缺乏，育种资源遗传基础狭窄，即便育种

者的水平再高，也会陷入“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困

境，很难培育出具有突破性优势的大豆新品种。第

二，人力资源流动不顺畅。人力资源是组织获取竞

争优势的源泉，其价值性、稀缺性、难以替代性和不

可模仿性能使组织保持可持续的竞争优势［１０］。我

国种业企业呈散、小、弱等特征，资金匮乏，对人才

吸引力弱，缺乏优质人力资源。政府在２０１４年开始
推进品种权益改革试点，规定科研人员在品种权益

中的分成比例不低于４０％，远高于当时我国《促进
科技成果转化法》规定的不低于２０％的权益分配比
例，随后２０１５年修订的《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中
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加快实施创

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若干意见》明确规定，国有企业

单位对科技人员的奖励不得低于科技成果转化收

益的５０％。这些法律政策措施加剧了优质人力资
源向教学科研机构集中，削弱了企业对人才的吸引

力，导致企业的“人才慌”问题更加突出。现在国内

很多种业企业都花重金聘任少数国外的优秀人才，

但整体上高学历和高职称的人员偏少，这会抑制集

研发与经营为一体的具有可持续发展能力的现代

大型种子企业的形成［１１］。虽然《国务院关于进一步

做好新形势下就业创业工作的意见》（国发［２０１５］
２３号）、《关于鼓励事业单位种业骨干科技人员到种
子企业开展技术服务的指导意见（人社厅函［２０１５］
２８号）》明确事业单位人员可以在职创业、离岗创
业，鼓励科研人员到企业就业，促进人才要素向企

业流动。然而，科研人员受制于单位、身份等属性

约束，在职创业、离职创业往往面临行政管理上的

制度障碍，通常采取保守的技术服务与企业开展合

作［１２］。这难以满足企业对育种人才的需求，企业大

豆品种创新能力无法得到实质提升。

２．１．２　科研评价机制不科学　目前品种研发科研
项目完成年限一般为３～４年，通过文章、专利、品
种、推广面积评价绩效［１３］。事实上，培育１个稳定
的品系至少需要３～４年，研发具有全新性状且能稳

定遗传的新品种则需要更多时间。但为了获取竞

争性科研项目经费以及对潜在风险的规避，科研人

员倾向于选择热点问题或已有一定研究基础、结果

可预测的研究主题，这种申请策略产生了大量低水

平、重复性的科研产出，实际上是抑制了创新［１４］。

囿于评价机制，科研人员培育的大豆新品种多不是

出于市场需求的考虑，而是以完成科研考核为第一

目标。缺乏以市场、用户为主的评价机制，导致产

销脱节，难以转化，很多研究成果只停留在实验室

阶段，申请品种权的动力也主要来自科研项目结项

的需求，难以适应商业化育种的发展趋势［１５］。此

外，现行考核评价机制中，科研人员职称和职务的

晋升、工资晋级几乎都与争取的科研项目数量、经

费多少挂钩。这种评价考核机制使得创新要素无

法充分释放创新活力，不利于培育具有重大商业价

值的拳头品种。

２．１．３　品种权保护力度不足　品种权赋予育种者
在特定时期内保护其新品种或新亲本系的专有权，

以保证育种者可以收回创造新品种所需的时间、金

钱和资源［１６］。加强品种权保护能直接增加品种权

人的创新利润，品种权保护力度不足，则难以保障

育种者的投资回报，进而挫伤育种者的创新积极

性［１７］。我国品种权保护水平过低主要表现为：第

一，保护范围狭窄。２０２１年修改的《种子法》尽管将
品种权的保护范围扩大至繁殖材料的收获材料，但

没有扩大至收获材料的直接制成品；虽然引入实质

性派生品种制度，但该制度的实施办法缺位，减弱

了原始育种创新的积极性。第二，部门间、区域间

协作执法“堵点”未打通，检测设备缺乏，查处无证

经营、冒牌套牌、品种侵权等违法行为不及时等。

第三，品种权侵权救济力度不足。侵权损害赔偿是

对品种权人最有效的救济方式之一，也是衡量植物

新品种权保护程度的标准之一。对我国 ２００３—
２０２２年品种权侵权损害赔偿案例进行统计分析，发
现法定赔偿在司法实践中采用比例在９０％以上，而
法定赔偿的数额偏低，主要集中在０～１０万元，超过
３０万元的判决寥寥无几，这远远不能弥补品种权人
的实际损失，不足以威慑品种侵权人，进而影响育

种创新。

２．２　商业化育种机制尚未建立
科研育种解决的是轮子和方向问题，商业化育

种解决的是动力问题。从上述数据看，我国大豆育

种明显存在“动力不足”，以企业为主体的商业化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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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机制尚未形成。其原因主要如下。

２．２．１　大豆种业投入产出比低下　大豆种子企业
销售的大豆种子多是自交种，即无需重新购买种子

便可世世代代保持优良性状。同时，我国《条例》第

１０条第２款以及相关政策允许农民自留种，因此种
子企业销售大豆种子的效益很低，单独做从事大豆

种业的风险很大，投入产出比低，导致大豆种子企

业发展受限，很难形成商业化育种机制。

２．２．２　企业育繁推一体化程度不够　育繁推一体
化程度是评价种业企业市场竞争力的重要指标。

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种业企业发展到一定阶段后

通常会实行以市场为导向，集科研、繁育、生产和销

售于一体的全产业链经营战略［１８］。而我国大豆种

业发展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较大差距，没有形成育

繁推一体化的种业发展体系［１９－２０］。截至２０２３年，
全国具有“育繁推一体化”能力的种子企业仅有１３３
家，难以形成以企业为主体的商业化育种机制。

２．２．３　科企分工合作机制不合理　在商业化育种
较成熟的发达国家，企业是技术转化、品种创新的

主体，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是基础研究的主体，两

者分工明确、配合紧密［２１］。如法国农业科学院以及

巴黎大学、里昂大学、蒙特利埃大学等院校主要围

绕种质资源的收集、保存、评价，基因挖掘，重要遗

传机理等领域从事基础研究，企业则主要从事以商

业为目的的品种培育工作［２２］。政府主导的研究机

构或高等院校与企业在种业产业的明确分工，可避

免两者之间因重复研究造成人力、财力和物力浪

费。而我国由于长期以来的创新体制原因，大豆育

种基础研究、技术转化、品种创新的主体都是教学

科研机构，导致企业和教学科研机构的分工不

明［２３］，进而影响大豆商业化育种机制的形成。

２．３　审查授权效率不高
大豆品种权申请授权的效率虽有很大提高，但

总体而言，大豆新品种审查授权时间还是较长、历

史积累量大，影响了大豆的市场推广。其原因与

ＤＵＳ测试技术不足、测试方式不够合理、费用减免
政策息息相关。

２．３．１　ＤＵＳ测试技术支撑能力不足　ＤＵＳ测试是
指依据相应的测试技术与标准，通过田间种植或室

内鉴定，对品种的特异性、一致性以及稳定性进行

分析和评价的过程［２４］，是判定一个植物品种是否区

别其他已知品种的依据，是品种保护的支撑［２５］。目

前通行的ＤＵＳ测试主要以植物的表观形态特征作

为指标，测试结果容易受到环境因素影响，周期较

长，准确性不高［２６］。而分子标记技术具有不受环境

影响、测试周期短、供选择的标记数量多等优势［２７］。

目前，ＵＰＯＶ已将ＤＮＡ分子标记的鉴定纳入农作物
品种ＤＵＳ测试内容［２８］，已有不少将分子标记技术

应用于水稻、小麦等作物ＤＵＳ测试的实践。然而该
技术应用于大豆 ＤＵＳ测试却十分鲜见。大豆新品
种ＤＵＳ测试周期长，进而影响申请授权效率，显然
与ＤＵＳ测试技术不足有重要关联。
２．３．２　ＤＵＳ测试方式不合理　发达国家ＤＵＳ测试
方式有一显著特征———社会力量参与度极高。如

美国ＤＵＳ测试由育种者自行组织实施，依据品种权
申请人提供的书面资料进行植物新品种审查；澳大

利亚也采取育种者测试，但必须在有资格的测试专

家指导下组织测试［２９］；为了降低测试费同时保证测

试的公正性，法国采用共同测试方式，由育种人和

官方测试机构分别进行第１年和第２年的 ＤＵＳ测
试［３０］，以减轻官方测试的工作量，分担测试费用，保

证测试的公正性［３１］。而我国２０１４年《办法》规定的
ＤＵＳ测试以及２０１６年《办法》新增的委托测试均需
官方测试机构开展，其本质还是官方集中测试，并

非审查途径的增加，社会力量未真正参与测试过

程。这对缩短授权时长、提高审查效率有一定效

果，但并未起到给官方测试机构减负的作用，仅是

一种将测试工作“前置”的手段。其次，申请者进行

自主测试至少需要２年时间才能完成，然而该测试
报告用于申请品种保护时仍需官方机构进行为期１
年的复核试验，这不仅造成测试资源的浪费，同时

也增加申请者的时间成本，未起到显著的减负效

果。实践中，通过自主测试申请品种保护的数量极

少，总共不超过５０件；将近一半的大豆品种尚未完
成审查工作，这与官方测试负担过重、ＤＵＳ测试方
式不合理密切相关。

２．３．３　费用减免政策不科学　在当前审查人员、测
试中心相对有限的情况下，２０１７年停征收费政策致
使申请量激增，加之品种审定、登记也需要进行

ＤＵＳ测试，以及近年来司法、行政委托测试量增多，
致使审批机构超负荷运作，严重影响授权进度。以

农业农村部植物新品种测试（上海）分中心为例，

２０１８年的测试数量相较２０１７年增加４８．８％，测试
品种数量达８６７个，远超《农业部植物品种特异性、
一致性和稳定性测试机构管理规定》中“每４０个测
试品种需配备至少１名专职测试人员”的要求［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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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７年开始，大豆新品种申请量也迎来爆炸性增
长，但之后的大豆新品种授权量均未增加，说明政

策对大豆品种授权增加并无作用，徒增审查工作

量。且品种权申请人缴纳相关申请费用也是国际

通行做法，如欧盟申请费用为４５０～８００欧元；日本
申请费为４７２００日元；美国植物新品种保护总费为
５１５０美元，包括申请和审查的４３８２美元和７６８美
元的证书费。减免或停征相关费用所导致的大豆

品种申请量增加，无疑会降低申请的审查效率。

３　对策与建议

针对大豆新品种创新能力薄弱、商业化育种机

制不完备、审查授权效率不高等问题及其成因，应

采取相应的对策，以促进大豆育种的创新，实现大

豆振兴计划，提升大豆供给能力。

３．１　整合资源，完善制度，促进大豆育种创新
第一，政府应当发挥主导作用，整合企业、高

校、科研机构三大主体的种质资源、人力资源，构建

合理的创新要素共享分配机制，推动创新要素在三

大主体间自由流动。政府应牵头建立大豆种质资

源中心，鉴定挖掘一批优异种质和优异基因，加大

开放与利用、构建大豆种质资源大数据平台，并推

动各个地区资源交流共享，促进优质大豆育种资源

在全国范围内流通。探索研究制定资源赋权政策，

推动建立资源共享利用和交易平台，完善资源分配

机制，为不同育种主体进行大豆品种研发提供创新

要素保障。第二，建立健全科研成果分类评价制

度，区分学术贡献与创新应用。大豆品种研发应注

重其市场效果，品种权商业化效果应作为科研评价

的重要依据。第三，完善品种保护制度，将品种权

的保护范围进一步扩大至收获材料直接制成的产

品；尽快制定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实施办法，明确

标准，分类实施，稳步推进，促进原始创新；严格执

法，强化协同执法，强化大豆种子生产、加工、销售、

储藏、进出口等多环节监管；加大司法救济力度，严

厉打击假冒侵权，完善品种侵权惩罚性赔偿的适用

条件等。

３．２　深化改革，产学融合，建立大豆商业化育种
机制

第一，持续深化科研体制改革，建立以企业为

主体、产学研深度融合的大豆育种创新体系，形成

分工合理，合作有序，协同创新发展的商业化育种

机制。第二，推进科企深度融合，成立实体性创新

联合体。组建商业化育种联合体，吸引优势科研单

位与优秀人才直接进入企业研发，促进企业、大学

和研究机构之间的研发合作，尽快培育出突破性的

大豆品种。第三，根据８号文、５９号文、１０９号文的
精神，突出企业创新的主体地位，培育和发展育繁

推一体化的种子企业。同时，种业企业应通过权益

收益分配激励机制，吸纳育种、繁育和营销等人才，

充分挖掘人力资源的潜能。此外，政府可以通过研

发资助和政策优惠扶持企业从事大豆育种创新，推

进形成以企业为主体的商业化大豆育种机制。

３．３　拓宽途径，优化政策，提高品种权审查授权
效率

面对申请量急剧增长给品种审查机构带来的

挑战，应从如下几个方面提高品种的审查授权效

率。第一，进一步加强植物新品种保护技术支撑体

系建设。加大国际指南引进力度与适用性研究，推

进测试指南的研制与标准化；同时密切关注分子生

物学的技术进展，加强品种ＤＮＡ指纹图谱鉴定技术
标准研制，加强分子标记技术应用于大豆ＤＵＳ测试
的研究，提高审查测试水平。第二，拓宽 ＤＵＳ审查
测试方式。结合我国国情，可以参考借鉴法国共同

测试的方式，充分调用社会力量，减轻官方测试机

构的负担，缩短时间成本；政府还应当完善监管制

度，从审查员、测试员的角色转变为 ＤＵＳ测试的指
导员和监督员。第三，优化植物新品种保护权收费

政策。废除目前对所用新品种保护权征收申请费、

审查费和年费的政策。可以考虑先收取申请费、审

查费，品种权申请获得授权的应予以退还，没有获

得品种权授权的则不予退还。借鉴《专利法》第５１
条的规定，对申请并获得开放许可的品种，开放许

可实施期间减免品种权人应缴纳的年费。这既能

遏制品种权申请“疯长”的势头，抑制低价值品种权

的申请，减轻审批机构的负担，加快审查授权效率，

又可以促进真正的育种创新，并有利于品种共享和

品种权的转化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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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ｅｔｔｅｒｓ，２０１６，３９（１）：５－９．

［１７］吴立增，刘伟平，黄秀娟．植物新品种保护对品种权人的经济效

益影响分析［Ｊ］．农业技术经济，２００５（３）：５４－６０．

［１８］李万君，李艳军．典型国家种子产业链模式比较分析及启示

［Ｊ］．中国科技论坛，２０１１（６）：１３１－１３７．

［１９］郑宇宏，范旭红，孟凡凡，等．我国大豆种子产业的发展现状与

对策［Ｃ］／／中国作物学会作物种子专业委员会２０１７年学术年

会论文摘要集．北京：中国作物学会，２０１７：３２．

［２０］沙　琴，陈　新，薛晨晨，等．江苏省主要经济作物种业现状分

析与发展对策［Ｊ］．江苏农业科学，２０２３，５１（２０）：２０－２７．

［２１］廖西元．破解我国种业科技“悖论”［Ｊ］．浙江农业科学，２０１５，

５６（５）：５７３－５７８．

［２２］王立浩，方智远，杜永臣，等．我国蔬菜种业发展战略研究［Ｊ］．

中国工程科学，２０１６，１８（１）：１２３－１３６．

［２３］宋雯雯，韩天富．国家大豆产业技术体系协同创新机制的探索

与实践［Ｊ］．科技管理研究，２０１３，３３（１７）：１１－１５．

［２４］ＷｕＱＣ，ＺｈａｎｇＤＪ，ＺｈａｎｇＱ，ｅｔａｌ．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ＤＵＳｔｅｓｔ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ｆｏｒｎｅｗｖａｒｉｅｔｉｅｓｏｆＶｉｂｕｒｎｕｍＬ．［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Ｆｏｒｅｓｔｒ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２０１９，３０（６）：２３１３－２３２０．

［２５］ＰｏｕｒａｂｅｄＥ，ＪａｚａｙｅｒｉＮＭＲ，ＪａｍａｌｉＳＨ，ｅｔａｌ．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ａｎｄ

ＤＵＳｔｅｓｔｉｎｇｏｆｒｉｃｅｖａｒｉｅｔｉｅｓｔｈｒｏｕｇｈｍｉｃｒｏ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ｍａｒｋｅｒｓ［Ｊ］．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ＰｌａｎｔＧｅｎｏｍｉｃｓ，２０１５，２０１５：９６５０７３．

［２６］郭　霞．植物新品种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研究［Ｊ］．科技与法律，

２０１６（２）：２３４－２９１．

［２７］王庆彪，张扬勇，庄　木，等．中国５０个甘蓝代表品种ＥＳＴ－ＳＳＲ

指纹图谱的构建［Ｊ］．中国农业科学，２０１４，４７（１）：１１１－１２１．

［２８］陈　焘，李杰峰，张　迟，等．基于 ＥＳＴ－ＳＳＲ标记的野生榧树

居群遗传多样性分析［Ｊ］．安徽农业大学学报，２０２０，４７（２）：

２２４－２３１．

［２９］蒋和平，孙炜琳．国外实施植物新品种保护的管理规则及对我

国的借鉴［Ｊ］．知识产权，２００２，１２（３）：３７－４１．

［３０］廖秀健，张晓妮．中日澳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的比较［Ｊ］．西北

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０，１０（１）：７８－８２．

［３１］ＴｒｉｐｐＲ，ＬｏｕｗａａｒｓＮ，Ｅａｔｏｎ Ｄ．Ｐｌａｎｔｖａｒｉｅｔｙ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Ａｒｅｐｏｒｔｆｒｏｍｔｈｅｆｉｅｌｄ［Ｊ］．ＦｏｏｄＰｏｌｉｃｙ，

２００７，３２（３）：３５４－３７１．

［３２］褚云霞，邓　姗，陈海荣，等．中国草本花卉ＤＵＳ测试现状［Ｊ］．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２０２０，２５（２）：３４－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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